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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７０年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分 析

郭　冠　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３６）

　　摘　要：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新中国７０年我国经济建设
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留下的惨痛教训，其核心就在于是否能够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新
中国７０年来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史，新时代面临的主要挑战仍然是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
了重构，搭建了一个 “党、政府和市场”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尽管 “强化党的领导”“强
政府”“强市场”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方向性指导，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奠定
了坚实基础，但在实践层面，如何清晰地界定党、政府和市场的效率边界，仍然面临着很
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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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
达国家都面临着如何根据所处的生产力阶段和文化传统选择合适的制度安排，以促
进生产力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①新中国７０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
留下的惨痛教训，其核心就在于是否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有的文献专注于某一行业领域的分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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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文献使用现代经济理论去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① 也有的文献使用政治经济
学的方法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评判。② 不过，大多数文献是对中央重要文件和精
神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阐释。③ 本文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尝试以重新解读的
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审视和回顾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的主要历
程，对在这种演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复杂形势下政府与市场关系
面临的挑战进行研究，并对如何进一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出政策建议。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达，并不存在政
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没有留下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分
析的理论工具。列宁在发现 “战时共产主义”之后进行了我们可称之为俄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实践，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是依然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理论。考虑
到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是 “方法”而不是 “教义”，我们仍然可以用唯物史观为方法论
基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只是这里的唯物史观不是苏联传统教科书
上解读的唯物史观。④

（一）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究竟有没有生产方式中介
众所周知，学术界普遍把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视为唯物

史观的经典表述。⑤ 根据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表述，苏联版传统政治经济
学将唯物史观主要表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事实
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仅仅是一个孤证，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之前的著作和之后的著作都没有出现这样的表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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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志着唯物史观产生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提出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但是在对 “新历史观”的表述和社会形态更替的
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使用的是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①马克思第一次
直接使用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表述是在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致安年柯夫
的信中。他写道：“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
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② 只是
这里用 “经济关系”代替 “生产关系”。在 《哲学的贫困》这部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研
究经济问题的著作中，马克思再次使用了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③

在１８６７年出版的 《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进行了修改，“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
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④。马克思将原来表述的 “生产力”修改为 “生产
方式”，这里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生产关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中介
“生产方式”。熟悉 《资本论》的读者会发现，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三卷中对 “生
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直接表述为 “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
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⑤，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生产关系，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中介 “生产方式”。

（二）正确理解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
除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中介 “生产方式”外，苏联传统教科书上

还有一个重要的误读就是把生产力第一位误读为生产力决定论。对于为什么生产力
是第一位的，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新历史观”形成时已经有了深入分
析，而这一分析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就有了明确的论述。⑥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任
何时代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传统政治经济学把 “生
产力误读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海尔布隆纳将它看作是一个限制条件。⑦ 恩格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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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写给施密特的信中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有助于增加我们的理解：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的决定因素说到最后乃是实际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除此之
外的话，马克思和我都不曾说过。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
一的决定因素，那么他是把我们的说法转化为一种无意义的、抽象而又荒谬之论
了。”在恩格斯看来，决定历史进程的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上层建筑等其他因
素。①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苏联版传统教科书中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也不是一些学者提出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
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产生的前置条件。②

（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
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展，必须以生产力本身所处

的阶段为基础，这是它赖以发展的条件，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不是
就生产力而生产力，而是如何选择促进生产力发展 （包括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力的发
展）的生产方式，并使得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能够满足国家的需要。举例而
言，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选
择计划经济这种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战略需要，而与这种生产方
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满足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究竟如何安排，
需要根据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比较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哪一种生产方
式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制度执行的交
易成本，我们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还需要注意文化传统的影响。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加快国家工业化建设，自然选择了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
模式。与计划经济模式相对应，在城市中建立了国有经济体系，在农村中建立了人
民公社制度。尽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理论上有过较完整的论述，但在实
践上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蔓延，商品生产几乎完全被禁锢，政府与市场关系表现
为只见政府不见市场。

（一）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彻底改变中国经济落后挨打的状况，选择工业化强国道路

是必然的选择。③ 但是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却是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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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市场化发展道路，除了与社会主义经典发展公式———计划经济不符外，一个重
要的问题是无论我国蒋介石统治时期还是国外一些国家的发展，尚没有通过市场经
济在短期得到快速发展的案例，何况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认识中，资本主
义社会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确实，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没有发现通过自发的市场
经济能快速实现工业化强国的案例。而另一方面，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却在高速发
展，１９３７年就已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毫无疑问，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选择优先发
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道路，是一条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工业化道路，主要原因在
于，这条道路可以减少由于缺乏经验而带来的试错成本，还可以得到苏联在资金和
专家方面的支持。①

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指令性计划，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到改革
开放前一年即１９７７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已达３　７２８亿元②，并建立起了 “门类比较
齐全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③，实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也是从这个
意义上讲，我国经济 “站起来”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工
业的快速发展，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产生了一个错觉，过高地
估计了计划经济这种生产方式的作用，而忽略了它的生产力基础，加上１９５７年 “反
右”运动和１９５８年的 “大跃进”，我国经济逐步走向了衰落，以致我国在改革开放
之初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比新中国建立初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有所
降低，我们还没有从 “李嘉图－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走出。④

（二）城市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过渡，到 “一五”计划后期，我国已经建立了高度

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是国有工业企业、公私合营企业，还是手工业企
业，都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进行生产和销售，这种学习苏联经验建立的以中央垂直管理
的国有体系为主的模式，几乎没有给商品生产留下任何空间，个体企业已不复存在。⑤

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从１９５６年２月开始用了１个多月的
时间听取了３４个部门的意见，并结合各省负责人 “对中央集权太多不满意”的反
映，于１９５６年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 《论十大关系》讲话，对农业、
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意义进行了研究。⑥ 国
务院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研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制定了 《关于工业经济管
理体制的规定》，主要包括适当扩大地方管理企业的权限和适当扩大企业内部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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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这一点可以从 “一五”计划时期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１５６个建设项目中明显地看出。

王立胜、赵学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７０年全景实录》上卷，济南：济南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６１６
页。

王瑶、郭冠清、黄志刚：《新中国７０年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１２期，第１４－２４页。

金星晔、管汉晖、李稻葵：《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 （公元１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对麦迪逊估算

的修正》，《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第１４－２９页。

王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毛泽东选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３页。



限两个方面。作为企业权限下放最明显的表现，就是１９５８年把８８％的工厂的管理
权从中央部委直接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基于对 “大跃进运动”的反思，１９６１年中
央一度收回了地方的管理权，不过，到了１９６４年随着经济的恢复，管理权又下放给
了地方。① 改革开放前３０年毛泽东将 “苏联模式”中央计划彻底摧毁了，我国建立
了与 “苏联模式”不同的以地区分权化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为基础的 “条
块”体系。② 地方分权模式这种制度安排 （亦即生产方式的设计）极大地调动了地
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是揭示 “中国奇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三）农村中政府与市场关系
毫无疑问，通过 “单干”来解决农业农村问题是不现实的，③延安大生产运动的

成功实践已经显示，走合作化道路是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就掀
起了建立合作社的高潮，毛泽东对合作社有着非常清晰和正确的认识，正如他在
１９５５年７月发表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所讲：“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
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
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④ 尽管毛泽东曾经有过清醒的认
识，但是还是将自愿为主要特征的合作社变成了强制加入的人民公社。虽然在 “大
跃进”以后对人民公社制度做了调整，公社之下的生产大队、生产队成了更基本的
单位，但是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直到１９８４年才正式宣布废除。在这种制度
下，农村中的商品生产已经不复存在。人民公社这种制度安排超过了当时生产力水
平条件，使得农民从自愿加入不合算就退出变成了强制性加入，农民的积极性受挫，
长期博弈的结果必然使得 “搭便车”盛行，农业生产受挫。但是不可否认，人民公
社通过精神激励等，在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许多至今还在使用，
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作用不可忽视。⑤

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在人民公社时期集
体兴办了大量企业，这些企业在１９８４年之前被称为 “社队企业”⑥。改革开放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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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冠清、陈健：《社会主义能够解决 “经济核算”难题吗？——— “苏联模式”问题和 “中国方案”》，《学习

与探索》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第１２－２１页。

Ｑｉａｎ　Ｙ．ａｎｄ　Ｘｕ　Ｃ．，“Ｗｈ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Ｄｉｆｆｅｒ：Ｔｈｅ　Ｍ－Ｆｏｒｍ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ｙ／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ｒｉｏｎ，ｖｏｌ．１，ｎｏ．２ （１９９３），ｐｐ．１３５－２１７．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

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

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３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１８页。

作为一个稳定的制度安排，应该把人民公社制度与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运动区分开来。同时还需要强调

这种制度安排为我国工业化做出的贡献，这种制度由于文中所述的原因而导致劳动力生产率不高，但也并

没有像一些文献所讲的农业产量大幅下降。

根据当代中国研究所 （２０１２年）的研究，到１９７８年，我国的社队企业数目为１５２．４２万个，从业人员

２　８２６．５６万人。



队企业蜕变为乡镇企业并迅速崛起，是科斯和王宁提出的 “四个边缘革命”① 中比
较耀眼的一个。

（四）关于社会主义究竟是否应该进行商品生产的探索
按照斯大林的论述，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社会主义还需要市场进行商品生产吗？对这个问题，我国最早做出回答的是陈
云。他认为计划与市场并存，不仅不会破坏计划经济的实施，而且还能更好发挥计
划经济的作用，他的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②

在我国，对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问题做出系统论述的是毛泽东而不是陈云。
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日至１０日所做的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
中，对于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与斯大林不同的观点，那
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身是不同的。③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
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区别的认识，不仅突破了 “恩格斯公式”④

的限制，而且也突破了斯大林对恩格斯公式解释的限制，破解了社会主义是否可以
利用商品生产的历史性难题。⑤ 令人遗憾的是，１９５８年的 “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
动”⑥ 和 “文化大革命运动”，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几乎完全扼杀了。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

经过 “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两次运动的冲击，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到改革开放
起始年１９７８年的２０年时间里，我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政府主导的计
划经济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贫困与落后成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代名词。⑦

在这种背景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开始尝试引入市场因素，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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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陈云在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０日提出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思想。陈云讲道：“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

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

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

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

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

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生产。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

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

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陈云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１３页。

“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 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

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４３９页。

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生产随即消失。

郭冠清：《学贯中西　坚持马克思主义———吴易风学术思想评介》，《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９期，第５１

－６１页。

注意，１９５８年发起的 “人民公社运动”与１９６２年２月开始的人民公社不是一回事。

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外，寻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不仅使我们成功突破了
“李嘉图－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而且还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一）农村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与其说起源于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 “解放思想”的政治环境，不如说是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
社的生产方式，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①，以致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还没有摆脱饥
饿②，而这无意中促使农民成了 “改革的先锋队”。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说人民公社
的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合作社或集体经济
的发展，事实上，当合作社或集体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利用带来的劳动成本的节约
超过了与这个制度相比家庭承包制增加的交易成本时，合作社或集体经济是一个更
优的选择，这一点尤其在一些有着共同血缘或拟血缘的地方更为明显。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一个副产品———乡镇企业，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的基

础上，异军突起。③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给予了高度赞
赏。④ 乡镇企业是适应农村生产力提高在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吸收剩余
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于是，农村在改革
开放初期形成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动态的良性循环。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着无法有效利用

社会生产力、单个小农与大市场之间对接困难、贫富分化严重等缺陷，在经过一段
飞速发展之后，长期陷入了停滞和徘徊状况，而乡镇企业也随着 “供给短缺”时代
的结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走向了衰落，其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等都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境，解决这一困境的历史使命留给了新时代。

（二）城市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农村如火如荼开展改革的同时，农村以外的城市也在悄悄地进行改革，主要

集中在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价格改革两个方面。
乘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下，我国开启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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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是农业生产力。改革开放前，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需要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

用参与决策的时任农业部长杜润生的话讲就是：“农村的改革并没有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

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

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到１９８４年底，乡镇企业达到６０６．５２万个，比上年增加了３．５倍 （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２．９８倍）；就业人数达

到５　２０８．１１万人，比上年增加１　９７３．４７万人，增长６１％；上缴国家税金高达７９．１亿元，占整个国家税

收的８．３％。王瑶、郭冠清、黄志刚：《新中国７０年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海经

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第１４－２４页。

邓小平在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２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讲道：“农村改革中，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

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

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

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



浪潮，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国８０％的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经济责任制。① 随着党
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企业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和自我发展的独立经济实体，于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直接干预的力量
在减弱，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增强。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变化的同时，企业内部管
理体制也在发生变化，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厂长 （经理）负责制。②

要实现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改变指令性计划时期的定价模式。为此，我
国开始了 “价格双轨制”的改革。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渐进式改革的制度设
计，尽管经历了１９８８年价格闯关的困难，但是仍然在未引起经济大幅波动和人民生
活水平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完成了价格的改革。价格改革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为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以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为主，主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而不是市场
的供需关系使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价格走向市场，而工业消费品价格在政府主导下逐
渐放开走向市场。③ 第二个时期为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逐步放开了消费品价格，尤其需
要强调的是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亦即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存在
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对属于企业自销和完成计划后的超产部分，企业有权自
行定价，实行计划外价格，其他实行计划内的价格。双轨制期间计划内价格和计划
外价格的不一致 （有时相差很大）带来了倒卖等问题，出现了政府干预等现象，但
双轨制是我国从指令性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过渡的创新之举，是实行
渐进式改革的必然选择。④

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价格改革由政府主导不同，改革开放的宽松政策环境，为
私营部门的自发发展创造了条件。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４万增长
到１９７９年的３１万和１９８０年的８０．６万，到１９８１年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２６０万。随
着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立，私营部门在社会主义的合法地位被认可，城市待业
青年和其他在计划经济下被边缘化的力量酿成了一股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⑤

随着国有企业市场主体的逐步确立、政府直接定价向市场调节价格转变、私营
企业的快速发展，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背
景下，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突破了社会主义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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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引导我国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辅助性作用”到 “基础性作用”的转变，以
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①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党的十
四届三中全会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１９９７年９月江泽民在党的
十五大报告中对政府与市场作用范围做了进一步的界定。②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强
化了市场的作用，提出 “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
发展环境上来”。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从制度上更好发挥
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③

四、新时代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突破

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不仅
面临着经济下行跌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且还面临着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资源耗费严重、收入分配不均等众多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然
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中国所处的历史
方位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重构，搭建了
一个 “党、政府和市场”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它以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形式
展现了出来。

（一）新时代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在改革开放初期，指令性计划经济严重束缚了人民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在

计划经济中注入市场因素，逐渐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对于激发人民积极性、促进生
产力发展非常有效。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经济的奇迹表明，虽然市场经济存在种种缺
陷，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比市场配置资源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④ 不过，也应该
看到，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作用，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
中国经济发展也很难创造奇迹。中国进入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仍然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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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新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 “加强党对经济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置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更高层次上，一些原本政府的
职能转变为党委的职能，而且被强化。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党政军
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看，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总量

位居世界第二，生产力水平有相当大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 “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人均经济总量并不
高，同时面临着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方位，选择 “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如果不发挥党的领导优势、政府的积极作用，那么像精
准扶贫等事情根本无法开展，“社会主义性质”根本无法保证，同样如果不发挥市场
经济的作用，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就会陷入 “理性设计”的计划经济的泥
潭中。因此，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还
要发挥党统领一切的政治优势。

（二）城市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新时代城市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落实党对经济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改革开放以来被弱化的党建工作得到加强，党委
会普遍成为国有企业的最高领导机构。党的领导在党的边缘地带民营企业中也被重
视起来，甚至一度出现了民营企业建立党支部的热潮，其情形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的公私合营有些类似。需要指出的是，加强党的领导一度引起了民营企业的担忧，
这种担忧甚至在２０１８年 “纪念 《共产党宣言》发行１７０周年”时 （主要是一些 “消
灭私有制”的言论）演变成恐慌，直到习近平召集民营企业家座谈，民营企业这个
“自家人”才平静了下来。
新时代城市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第二个重要变化就是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的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了混合所
有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提
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②这
意味着随着加强产权保护的混合所有制推进，国有企业更进一步向市场经济主体方
向迈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将进一步增强。

（三）农村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如何破解分散小农与国家之间、农民与市场或者资本之间无法化解的紧张状态，

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遇到的重大难题。可以想象，在以 “３８６１５９”③ 为主体、土地
碎片化严重、无法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的 “村民自治”的农村，推进中国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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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非常困难。 “三农”问题已经是我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
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新时代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将党对

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贯彻于农村，使农村从无法与大市场相对接的 “村民自治”，走
向党领导下的乡村振兴，其中选派优秀干部深入农村做 “第一村支书”的举措，不
仅解决了农村的贫困问题，而且在基层党建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时代解决农村问题的第二个重要举措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在政

府主导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标志着 “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到来。在政府主导下，
农村一二三产业在加快融合，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在因地制宜进行，新型农民合作组
织形式和田园综合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农村的集约化道路在 “土地确权”后
不断发展，“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 “统”的成分在加强。市场经济中被 “遗
弃”的一盘散沙的农村，正在政府领导下蓬勃发展，一种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正在
形成。①

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农村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虽然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没有改变，但是社会生产力
的利用在加强，农村踏上了快速发展的列车。

五、新时代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面临的挑战

虽然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解决收入不平等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满足人
们更高层次的需求，需要坚持党对经济集中统一领导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
是要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提上，坚持党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
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一）如何保证党对经济领导既不 “缺位”也不 “越位”
在中国特色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中，党的领导位居顶层，它不仅要克服市场经济

中的 “政府失效”，而且还要发挥对经济的引领作用，② 唯有此， “党的领导的政治
优势”和 “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优势”才能有机结合起来，③ 关于这一点，
习近平在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中从 “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做了
详细的论述。④

虽然从理论上讲，在新时代加强党对经济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充分利用党领
导的政治优势，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但是，在实践中，非常容易出现以党
代政、党政不分、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 “越位”与 “缺位”十分常见。所谓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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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就是本来是政府职能范围的事情，党委 （主要是党委书记）却插手干涉，这一
点在经济领域尤其明显。例如在国有企业中，企业经营需要专业的经营能力，董事
长和部门经理应该对其负责，而加强党的领导后，企业的党委书记容易凭借自己的
领导地位，干涉企业经营，这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我们不能指望党委书记是经
营的专家。所谓 “缺位”就是本来是党委的事情，党委却疏于管理，导致党对经济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流于形式。 “缺位”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非常突出，进入新时
代，“缺位”问题逐渐得以解决。
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在党委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建立效

率边界，只有这样才能既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优势，又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虽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党委与政府
职能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可以看作方向性指导，但是在实践中要解决这个问题依然
非常困难，需要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明确划定党委与政府职能部门范
围之间的边界。

（二）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新时代不仅加强了党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还提出了 “更好地发挥政府

的作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仅从传统的 “守夜人”角色转向 “服务型政
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在转变为 “有为政府”，毫无疑问，没有一个 “强政府”，
“精准脱贫”是不可能实现的。从上述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看，新中国建立初期的 “强
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工业化建设方面非常突出，后期的
副作用很大，尤其是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改革
开放初期政府作用的弱化对于经济发展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不过，改革开放出现
的一系列问题，都与此紧密相关。此后，以 “四万亿”政府支出为标志，政府的作
用在明显加强，结果是制止了经济下滑，也带来了许多至今未消化掉的问题，其中
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资源被过度消耗、收入差距加大等都与之相关。如何使 “强
政府”成为既促进生产力发展，又理顺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是新时代面对的挑战。
虽然从政府支出来看，主要发达国家战后的政府支出比例在持续上升，但是政

府支出比例的上升，只是表明政府在宏观调控、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公共服务等方
面的作用在增强，并不意味着那些发达国家的 “政府”是 “强政府”，这一点与我国
并不一样。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试图将 “强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发挥计划与
市场两者的优点，结果在实践中发挥的可能恰恰是两者的缺点，设计者的天真成了
引发东欧社会主义倒塌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要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我们必须回到我国现实中来，包括我
国的生产力状况和文化基础。与欧美政府不同，我国政府不仅具有 “强政府”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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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化基因，① 而且还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建设功能，② 由此，在新时代生产力水平已经
得到很大发展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具有了现实的基础，但要使 “强
政府”变成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理顺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还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
效率边界，避免政府的 “越位”与 “缺位”。“越位”是 “强政府”普遍存在的问题，
对 “理性设计”的青睐，使得在发挥政府作用时往往会陷入计划经济的思维，“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变成空话。“缺位”主要表现在除了未履行好政府基本职
责外，就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表示深度怀疑，认
为欧美的 “小政府、大市场”才是最优的选择。至于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我想以下几个方面是必须做到的：第一，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并严格
执行；第二，建立维护市场高效运行的制度体系，形成鼓励创新的氛围；第三，加
强对我国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产业进行保护，加快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第四，加大教
育的投入，为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持续的人力资本积累；第五，发挥政府的
主导作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六、结语

本文以重新解读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对新中国７０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进
行了回顾，对新时代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遇到的挑战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新中国７０年来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史，新时代面临的主要挑
战仍然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依据生产力状况和国外的环境，我国选择了政府主导的计

划经济制度，为我国建立工业化体系奠定了基础。与工业化相对应，在农村建立了
人民公社制度，为工业化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这种制度安排内生
的缺陷，加上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没有突破 “李嘉图－马尔萨斯贫困
陷阱”。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开始在计划经济中注入市场因素，在农村建立了家庭
联产承包制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解决了几千年未解决的温饱
问题，并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聚集了大量的人口红利。在城
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允许个体企业发展、价格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等一系列制度
安排，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１９９２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确定，为中
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新了条件，２０１０年开始，我国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
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不过也应该看到，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了 “成长的烦恼”，
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 “发展中的
问题”。
新时代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仅面临着经济下滑有可能陷入 “中等

收入陷阱”等严峻的形势，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得尤
为重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重构，搭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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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学：《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视野》，《经济纵横》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９－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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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党、政府和市场”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尽管 “强化党的领导” “强政府”
“强市场”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方向性指导，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奠定
了坚实基础，但在实践层面，如何清晰地界定党、政府和市场的效率边界，仍然面
临着很大的挑战。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强调了政府的建设作用，并提出了正确处
理党与政府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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